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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剩通勤已是一个专门用于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及评估通勤效率的研究范式。

回顾该范式30多年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指出相关概念及其指标在评价城市通勤效率时存在的优缺

点。将Bertaud的城市通勤模式及其空间结构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讨论就业-居住空间分散

形态嬗变带来的通勤模式的多种演变方向，厘清过剩通勤框架在评估城市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效率

时所具有的潜力。过剩通勤框架为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嬗变和评估空间结构优化程度提供了非常重要

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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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ss commuting i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efficiency.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xcess com-

muting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n highlight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hen applied to evaluate

commuting efficiency. By placing Bertaud's commuting model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in Brothie's Trian-

gle Model, the paper discusses various evolution directions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jobs-housing spatial re-

lationship.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potentials of excess commuting in assessing urban jobs-housing bal-

ance and commuting efficienc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excess commuting framework is an impor-

tant analysis tool for stud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form and evalua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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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快速城镇化使得中国大城市的就业-居

住空间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同时也带来

通勤时耗过长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10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从多角度构建不同研究

框架和模型来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关系

及其间的通勤现象[1-10]，探讨其背后的成因

机制，以期提出相应的规划对策。中国学者

在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梳理总结

基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方法和框架。文献

[11]回顾了职住平衡(job-housing balancing)视

角的研究文献，文献[4]综述了空间错位理论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及其研究方法。

这些综述文献虽然澄清了相关概念内涵，理

顺了现象研究的逻辑思路且夯实了国内在相

关领域的研究基础，但对于过剩通勤框架的

研究方法和进展，仍显薄弱且着墨不多。采

用过剩通勤框架分析中国城市就业-居住空

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文献[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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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通勤(excess commuting)作为研究城

市就业-居住空间匹配关系的研究框架，被

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该概念提出后历经

30年的发展，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提出多

种通勤定义和指数，逐步形成一个用来评价

城市的就业-居住平衡度及通勤效率的研

究范式。鉴于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情况日

甚，且被许多学者和规划师经验地认为是就

业-居住空间不平衡所致，因而有必要对以

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及其通勤效率为研究对

象的过剩通勤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及其框架做

系统的评述。

本文做如下结构性的安排，第一章按照

时间线索回顾关键文献，厘清过剩通勤研究

框架建立的整个过程；第二章试图将不同的

通勤模式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内来解析

和验证Bertaud的城市空间结构；第三章指

出过剩通勤研究框架在中国的城市空间结构

研究中所具有的潜在意义。

11 过剩通勤研究框架过剩通勤研究框架

11..11 基本概念的建立基本概念的建立

过剩通勤是一个主要由城市经济学领域

学者逐步建构起来的用于分析城市就业-居

住空间关系及其通勤效率的研究框架。按照

时间线索回顾其建立过程有助于准确地认知

该研究框架的评估潜力。

文献[15-16]按照美国地理学家威廉·阿

朗索(Alonso)的单中心理论模型要求，假定

所有的就业岗位在中心，且居民在通勤与住

房间选择上效用无差异，对比理论平均通勤

距离与城市实际平均通勤距离间的差异来验

证模型预测的有效性。在对 14个美国大都

市区和 27 个日本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实际通勤距离是模型理论预测值的 8倍，并

认为其间的差值在理论上无效，因而将其定

义为“浪费通勤”(wasteful commuting)。该

概念的提出立即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并加入到讨论中。一开始，大部分的讨论仍

是集中在单中心模型能否很好地表征实际的

城市空间结构[17-18]，能否准确地预测现实中

的城市通勤行为，如文献[19]质疑理想的单

中心结构与现实的都市区空间结构不符，多

中心比单中心能更有效地契合实际的通勤行

为，模型的解释力更好。而文献[20]质疑文

献[15-16]的计算方法，认为无须假定所有

的就业岗位集中在中心来计算理论最小通勤

距离，只要满足居住人数、就业人数和通勤

人数三者相等的约束条件，就可以应用交通

问题线性规划最优化函数 (Transportation

Problem in Linear Programming, TPLP)，按照

交通成本最小化原则计算理论最小平均通勤

距离。对比城市实际平均通勤距离，其间差

值则被定义为过剩通勤

Tmin = 1
W∑

i= 1

n ∑
j= 1

m

cij Xij ， (1)

式中： Tmin 为最小平均通勤距离/km；W 为

通勤人口总数/人； Xij 为最小通勤成本时的

统计小区 i 到 j 的通勤人数/人； cij 为统计小

区 i 到 j 间的通勤距离/km； n 和 m 分别为

居住地小区的总数和就业地小区的总数/个。

公式(1)需满足如下约束条件：

∑
i= 1

n

Xij =Oi, ∀i= 1, 2, ⋯, n ， (2)

∑
j= 1

m

Xij =Dj, ∀i= 1, 2, ⋯, m ， (3)

Oi =Dj ， (4)

式中： Oi 为居住在小区 i 的通勤者数量/

人； Dj 为工作在小区 j 的通勤者数量/人。

当 Xij 表示统计小区 i 到 j 的实际通勤

人数时，公式(1)计算的是实际平均通勤距离

Tact 。因而可构建出过剩通勤率

Cex =
Tact -Tmin

Tact
× 100% . (5)

文献[21]认为公式(1)计算出来的过剩通

勤率在判断一个城市的通勤效率和职住空间

关系上仍存在许多不足。不仅受空间分析单

元可变(modifiable areal unit)的影响[21]，而且

受城市规模的影响较大[22]，如果一个城市规

模很大，而另一个城市规模很小，即使根据

公式(1)计算出来的两个城市的过剩通勤率相

同，也不能判断两个城市的通勤效率一样。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的通勤效率要

高于小城市。因此，文献[22]引入最大平均

通勤距离Tmax 来扩展过剩通勤研究框架。认

为一个城市的通勤效率由最小平均通勤距离

(下限)与实际平均通勤距离和最大平均通勤

距离(上限)间的远近程度决定①。并构建了通

勤容量利用率 (commuting potential utilized)

度量指标

Cu =
Tact -Tmin

Tmax -Tmin

× 100% . (6)

理论最大平均通勤模式指在就业岗位和

居住地分布不变的情况下，按照通勤成本最

大化原则匹配就业岗位和居住地之间的空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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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通勤容量利用率越低，该城市的通勤

效率越高。在计算理论最大平均通勤距离

Tmax 时，仍可应用TPLP方法，因为

maxæ
è
ç

ö

ø
÷∑

i= 1

n ∑
j= 1

m

cij Xij ≡ |

|
||

|

|
||min

æ

è
ç

ö

ø
÷∑

i= 1

n ∑
j= 1

m

-cij Xij . (7)

引入理论最大平均通勤距离来度量过剩

通勤率受到文献[23]的质疑，因为这一假设

与追求成本最小的经济理论相违背，而且只

是通勤距离分布诸多模式中一种外在的极

值。认为用随机平均通勤距离Trand 来代替最

大平均通勤距离，构建相关指标来衡量城市

的通勤效率更加合理。随机通勤距离是假设

所有的通勤者在选择工作地和就业地时不考

虑通勤距离因素时的平均通勤距离。文献[23]

提出两种计算方法：最大熵值法与蒙特卡罗

仿真模型。第一种方法需要海量的随机样

本，这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会碰到许多困难，

而第二种计算方法相对简单，公式如下

Trand = 1
W 2∑

i= 1

n ∑
j= 1

m

Oi Dj Xij . (8)

在文献[23]发表的第二年，文献[24]提

出等比例匹配通勤度量概念(Proportionally

Matched Commuting, PMC)。该概念描述的

是： j 区的某个就业岗位分配到 i 区居民的

比例与 j 区就业岗位占整个区域的份额成正

比。在 PMC情景下，统计小区间的通勤流

量计算公式为

Xij =
Dj∑
j

Dj

Oi . (9)

将公式(9)代入公式(1)做数学推导，可

以发现，按照等比例匹配通勤模式下的平均

通勤距离计算式完全等同于随机通勤模式下

采用蒙特卡罗仿真模型的计算式[25]。

文献[26]在文献[24]提出的随机平均通

勤距离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种度量通勤

效 率 的 新 指 标 ： 通 勤 节 省 (commuting

economy, Ce )与标准通勤节省 (normalized

commuting economy, CNe )。构建通勤节省指

标是为检视实际通勤模式相对于随机通勤模

式的成本节省程度。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通

勤成本节省的越多，可判定通勤效率越高。

标准通勤节省指标度量的是过剩通勤量(实

际平均通勤距离与最小平均通勤距离的差

值)占通勤容量(指随机平均通勤距离与理论

最小平均通勤距离的差值)的比例，该指标

值越小，实际平均通勤距离越接近理论最小

通勤距离，说明通勤容量利用率越低，通勤

节省程度就越高。以上两种度量指标的计算

公式分别如下

Ce =
Trand -Tact

Trand

× 100%， (10)

CNe =
Tact -Tmin

Trand -Tmin

× 100% . (11)

至此，基于四个基本概念和四大度量通

勤效率的指标，过剩通勤研究的整体框架基

本完成。参照图 1，可以很直观地理解各概

念和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11..22 度量指标的解释潜力度量指标的解释潜力

过剩通勤研究框架中的四个基本概念——

实际平均通勤距离 Tact 、理论最小平均通勤

距离Tmin 、理论最大平均通勤距离Tmax 和随

机平均通勤距离Trand ，描述在既定的就业岗

位和居住分布状态下，就业地和居住地在空

间上一一对应关系下的通勤模式。其中理论

最小通勤、理论最大通勤及随机通勤三个概

念是虚构的，以期与实际通勤对比来判定城

市的通勤效率。内在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就

业岗位与住地彼此间可以无差异地相互交换

或替换而不考虑通勤者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

与就业岗位类型和要求。那么，系统将根据

就业岗位和居住地既定的分布状况，按照某

一原则来匹配其间的空间对应关系，最小通

勤距离计算是按照通勤成本最小来匹配，最

大通勤距离计算则是按照通勤成本最大来匹

配，随机通勤距离计算不考虑通勤成本因素

进行随机匹配。而实际平均通勤距离是现实

的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对应关系下的通勤行

为观测值，是综合了各种因素诸如就业岗位

类型要求与通勤者自身社会经济特征的匹配

情况、各种交通设施分布状况以及通勤者对

就业信息的获取程度等方面的结果。

根据就业与居住间最短距离匹配其空间

对应关系的理论最小通勤距离，反映了职住

Cu

CNe

Tmin0 Tact T rand Tmax

Cex Ce

图1 过剩通勤框架中的概念与度量指标

Fig.1 Concepts and metrics in the excess commut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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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程度，即平均出行多远距离就能找到一

份工作。该值越小，潜在地预示着职住平衡

程度越高，该值越大，则说明职住平衡度越

低。这比通过对比统计小区内的就业岗位数

和居住人数(即职住比)来静态地判断职住平

衡程度更加合理有据②。

理论最大平均通勤距离度量的是穿城交

通为主导的通勤模式，该值的大小深受城市

规模的影响，城市规模越大，该值就越大。

该值与理论最小平均通勤距离一起构成过剩

通勤计算中的上限和下限。实际通勤距离与

随机通勤距离都将落在该区间内。根据加拿

大30多个城市的实证检验[25]，理论最大通勤

距离与随机通勤距离间高度相关(R=0.99)，

而且他们间的比值比较稳定，约为1.28。因

此，在度量过剩通勤量或比较通勤效率时，

用随机通勤距离取代理论最大通勤距离具备

理论和实证基础。

二次开发的四个度量指标(过剩通勤率

( Cex )、通勤节省 ( Ce )、通勤容量利用率

( Cu )和标准通勤节省( CNe ))均是从不同角度

来描述在既定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形态下

的通勤效率。过剩通勤率通过对比实际通勤

与理论最小通勤间的差值，考察当调整就

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时，实际通勤能缩减

的幅度有多大。通勤容量利用率度量过剩通

勤量占由最小通勤与最大通勤构成的通勤距

离区间的比例；考虑到城市规模因素，可对

不同规模城市的通勤效率进行横向比较。通

勤节省解释的是，相比无序出行状态，居民

对自己的就业地和居住地匹配的优化程度，

潜在含义是居民对通勤行为的交通成本节省

程度。标准通勤节省类似于通勤容量利用

率，但考察的是成本节省后的通勤行为占由

最小通勤和随机通勤构成的区间的比例，衡

量的是通勤成本节省幅度。

11..33 实际通勤距离变化的纵向比较实际通勤距离变化的纵向比较

在既定的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下，理论

最小、最大和随机平均通勤距离固定。在城

市建成环境下，居民的就业-居住空间关系

及其通勤行为是对既定城市建成环境的一种

回应。在不改变城市形态的情况下，若受某

项社会经济政策(降低就业岗位搜寻成本、

降低住房置换成本、降低出行成本等)的影

响，实际通勤距离既可以向左移，也可以向

右移(见图 1)。左右移动的幅度可反映出某

项政策在影响城市通勤效率上的效力，对此

文献[30]提出一种诊断(prescriptive)通勤效率

是否得到优化的度量方法，即基于空间相互

作用模型，开发了一个能度量将城市的实际

通勤距离降至预设水平需付出努力的指数

“努力(effort)”。对于既定的城市形态，首先

计算实际通勤距离的熵，然后预估减少的通

勤距离的熵，两个熵间的差值就是若要将实

际通勤距离降至某一预定的通勤距离时要付

出的努力。熵值计算公式为

H=-∑
i
∑

j

Xij lnXij ， (12)

E=H1-H2 ， (13)

式中： H1 和 H2 分别为实际通勤距离和缩减

后的通勤距离。通过比较实际通勤距离的前

后熵值变化，诊断要缩减实际通勤距离所需

要的努力程度。该度量值完全不考虑理论最

小、最大和随机平均通勤距离的具体数值，

仅仅反映在现有城市形态下，调整就业-居

住空间一一匹配对应关系需付出的努力(见

图 2，由通勤模式A转变为通勤模式B)，也

即非空间规划政策下所能达到的效力。

综上回顾分析，不同的概念值和指标值

用于评价城市通勤效率的某个方面是合适

的。在判断职住空间分布形态是否平衡时，

采用最小平均通勤距离值( Tmin )；考察通勤

行为是否与城市形态相互匹配，看过剩通勤

率指标值大小( Cex )；在职住分离且分散分

布状态下，居民的通勤行为是如何回应，参

照通勤潜力利用率( Cue 和 Cu )；评价通勤距

离在影响居民就业和居住区位选择上的影响

大小程度，可依据通勤节省指标( Ce )；要缩

减一定数量的通勤距离，现有的城市形态所

具有的弹性调整幅度，则看“努力”指数

(effort)。

以上的文献回顾均是在“既定的就业-居

住空间分布形态和结构”的假设前提下讨论

过剩通勤的解释潜力的研究进展。如果就

就业地

居住地

d

c

b

a

4
3

21
b

a
3

1

5

e

2

e

c

4
d

5

a 通勤模式A b 通勤模式B

图2 职住空间关系的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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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居住空间分布形态发生变化，过剩通勤

将呈现何种演化趋势，这需要做进一步深入

地探讨。文献[25, 31]虽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

果做了相应的回顾和总结，但对过剩通勤与

城市形态和结构间的关系研究浅尝辄止。在

随后的第二章将试图弥合这一研究上的沟壑。

22 不同空间结构下的过剩通勤度量不同空间结构下的过剩通勤度量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必然会

随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而在空间上有所变

化，如城市规模的扩展及就业、居住活动的

空间再分布。这种空间结构上的嬗变如何演

化，演化的方向如何，理论通勤距离最小值

是增加还是减少，实际平均通勤距离又是如

何变化等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

22..11 Brotchie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三角形模型

不同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下的城市通勤

模式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研

究的主要议题。文献[31]首次借用 Brotchie

三角形分析不同城市空间结构情景下的过剩

通勤，并模拟假设了多种情景下四种通勤模

式相应的过剩通勤指标。文献[32]则应用该

模型对加拿大 3个城市、3个时间点的过剩

通勤状况做了横向与纵向的实证比较。

文献[33]提出的Brotchie三角形模型(见

图3)原是用于分析交通技术革新下的城市分

散化发展及出行模式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

在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变迁和居民出行间的联

系时，能提供有用的洞见。横轴表示土地使

用分散程度及就业岗位和居住分散匹配程度

x (计算方法见公式(14))，0代表所有的就业

岗位均集中在中心，1代表就业和居住活动

分散完全匹配③。纵轴代表出行距离，0代表

出行距离为 0，D 代表城市建成区的直径，

即所有的就业和居住活动按照某种密度均匀

分布时的最大出行距离。某一个通勤人口规

模的城市，其平均就业(居住)密度越小，D

越大。图 3可用于解析土地使用分散化程度

和出行距离间的关系。

x=

1
E∑j

djej

1
H∑j

djhj

， (14)

式中： x 为就业岗位和居住分散匹配程度；

E 为总就业岗位数/个， ej 为 j 区的就业岗位

数； H 为总居住人数/人， hj 为居住在 j 区

的人数； dj 为 j 区距中心的距离/km。如果

是研究职住一一对应的通勤者，那么

H=E 。

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中，A点代表所有的

工作岗位在中心时的平均出行距离，A点对

应的出行距离约为城市建成区半径；B点表

示就业和居住活动完全分散，居民的就业地

与居住地的区位选择不考虑交通成本，居民

均是到最远处去上班；C点代表居民都到距

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上班而使得交通成本最

低。线段BC垂直于水平轴，代表平均通勤

距离受出行成本的影响程度。C点表示通勤

成本无限大，所有的居民都选择最近的就业

岗位而使得平均通勤距离为最小值；B点表

示出行成本对通勤距离的影响为零，人人都

可以选择最远的就业岗位通勤，从而出现通

勤最大值。在B点与C点间的通勤距离，越

靠近C点，出行成本对实际通勤距离的影响

越大。三角形ABC的顶点表示该城市三种

空间形态和结构下的三种极端通勤模式，城

市的实际状态必然落在三角形区域内。

22..22 Brotchie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过剩通勤分析三角形模型中过剩通勤分析

将图 1 逆时针旋转 90°后移至线段 BC

上，垂直线的 4个点代表该空间形态下 4种

通勤模式的平均通勤距离(见图 4)。如第一

章所述，既定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形态

下，理论最大、最小和随机平均通勤距离值

也是既定的，实际平均通勤距离的上下移动

(增加或缩减)体现了交通成本对通勤距离影

响的方向和程度。利用该三角形模型，可以

讨论在不同的就业-居住分布形态和空间结

构情景下的过剩通勤变化。

如图 4所示，假设城市的就业(居住)人

出行距离

A

0 1

D B

出行成本
对通勤距
离的影响
力增强

C
x1

就业岗位和居住分散匹配程度

图3 Brotchie三角形模型

Fig.3 Brotchie's Triangle Model

土地使用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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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不变(三角形ABC不变)，就业-居住

空间分布形态和空间结构由情景一( x1 )嬗变

至情景二( x2 )，可以做如下分析判断：

1） x2 > x1 ，就业岗位与居住地的空间

分 布 协 同 度 在 提 高 ， 通 勤 潜 力 容 量

( Tmax -Tmin )也在增加，意味着职住空间关

系匹配的多样性在增加。

2） T 2
min <T 1

min 意味着最小通勤距离在下

降，说明从数量上判断，职住比更加均衡的

可能性增加了。

3） 在情景二中，正如上文所分析的，

实际通勤距离若从 T 2'
act 演变至 T 2

act ，说明非

空间指向的社会经济政策(如住房置换成本

下降或者提高交通成本)对居民就业-居住空

间区位选择的影响降低了实际平均通勤距

离，城市通勤效率得到了提升。

4）实际通勤距离变化有多种可能，从

T 1
act 可演变至 T 2

act ， T 2'
act 和 T 2''

act 。当从 T 1
act 演

变至 T 2'
act ，说明空间形态上的演变造成实际

通勤距离上升。若是从T 1
act 演变至T 2

act 或T 2''
act

时，可以看出这一形态的嬗变使得实际通勤

距离下降，但降幅不同，如果降至 T 2
act ，情

景二的过剩通勤率要大于情景一的过剩通勤

率。若要维持情景一的过剩通勤率，实际平

均通勤距离必须大幅下降至T 2''
act 。

22..33 Brotchie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的空间结构与三角形模型中的空间结构与

出行模式出行模式

Brotchie三角形模型对于全面而深刻地

认知城市空间结构及其出行模式提供了有用

的分析工具，从中可以得到较准确的关于空

间形态及其结构的洞见。本文试图将文献

[34]勾勒的Bertand城市空间结构与出行模式

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见图5)。

假设居住地按照一定密度均匀地分布在

建成区，而所有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则可分

为单中心、无中心和多中心三种状态。在就

业岗位单中心城市结构中 (见图 5 中的 A

点)，所有的通勤都是向心式交通，此时的

空间结构和出行模式为图形 a 。当该城市的

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外分散嬗变直至也如同

居住活动均匀分布时，就出现两种出行模

式：一种是沿着线段AB扩散，表示大部分

通勤者是穿城通勤，居民都到最远的就业岗

位通勤，此时的出行模式表现为图形 b ；另

一种是沿着线段AC扩散，说明大部分通勤

为使通勤成本最低而选择最近的就业岗位，

平均通勤距离接近最小值，此时的出行模式

为图形 c 。
根据就业岗位向外扩散的程度不同而出

现多中心形态。假设就业岗位与居住分散匹

配程度分两种：当 x= 0.5 时， Tmin 较大，

Tmax 较小，职住空间平衡度低，通勤潜力

( Tmax -Tmin )较小，可定性地判断此时的过

剩通勤率较低，空间结构形态和出行模式表

现为图形 d ；当 x= 0.8 时，Tmin 下降，Tmax

上升，职住空间平衡度在增加，通勤潜力也

在增加，空间结构形态和出行模式表现为图

形 e 和图形 f 。在图形 e 的情况下，存在大

量的穿城交通，实际平均通勤距离增加，过

剩通勤率会上升较快；在出行模式 f 的情况

下，有较好的交通组织，居民选择最近的就

业次中心上班，实际平均通勤距离下降，但

无法判断过剩通勤率上升还是下降，这取决

于具体的就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

综上，应用过剩通勤研究框架评估城市

出行距离

A

0 1x1

B

C
x2

T 1
max

T 2
max

T 1
rand

T 2
rand

T 1
act T 2

act

T 2'
act

T 2''
act

T 1
min

T 2
min

图4 基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的过剩通勤分析

Fig.4 Analysis of excess commuting based

on Brotchie's Triangle Model

就业岗位和居住分散匹配程度

出行距离

0 0.5 0.8 1

a

A

B

C

b

c

f

e

d

土地使用的分散

图5 城市空间结构与出行模式

Fig.5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commuting mod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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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形态的嬗变是否缩减了居民平均通

勤距离，要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必须注

意以下几点：

1）城市人口规模及密度的变化。在城

市人口规模扩大的情景下，一种方式是保持

原有密度，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那么如果

Brotchie三角形的A点必然上移，最大平均

通勤距离也将增加；另一种是保持建成区面

积不变，通过提高密度来容纳新增人口，那

么A点和最大平均通勤距离将保持不变。

2）若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不变，城市

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发生结构上的变化，

必须考察就业岗位和居住分散匹配程度，过

剩通勤率潜在地会随匹配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3）就业岗位和居住分散匹配程度决定

了职住关系在数量上的平衡度，空间上的一

一对应关系则受非空间的社会经济因素影

响，进而影响实际平均通勤距离的增减。

33 结语结语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和规划学中

最重要的研究概念，以往的研究很少能深入

地讨论基于通勤流的空间结构及其潜在的过

剩通勤。本文将这两个高度抽象的形态概念

放置在一起探讨，指出其相互关系及其所能

揭示问题实质的复杂性。尽管如此，探讨中

国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快速城镇化阶段

中出现的职住失衡现象，最重要的研究框架

仍然是过剩通勤。其不仅能准确地评估现有

的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及潜在的职住失衡程

度，而且还能清晰地判断各种措施能达到什

么效果。例如，通过空间规划手段再布局就

业和居住的空间分布形态所具有的潜力，以

及通过某项社会经济政策(降低就业岗位搜

寻成本、降低住房置换成本、降低出行成本

等)的影响来调整就业-居住匹配关系所需付

出的努力。

职住平衡通常是城乡总体规划中所追求

的目标之一，在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仍在剧

烈嬗变的阶段，实现这一规划目标需探析就

业-居住空间关系及其通勤状况，并针对其

中折射出的不同问题提出相应措施。例如通

过土地使用规划强制调控还是通过市场机制

来调节，这都是过剩通勤研究框架的评估潜

力所在。

过剩通勤概念在评估城市就业-居住关

系研究领域中的职住平衡问题上具有较强的

潜力。但必须看到，概念提出后的 30多年

来，为使得其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更有力，

诸多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先置不同的

假设。这些先置的假设一方面使得框架在理

论解释力上更趋完备，另一方面，由于假设

内容的增多，使得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离程

度有所增加。例如过剩通勤考察的是单个通

勤者，而现实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

方同时就业，该如何度量其职住分离程度

呢？再如工作岗位类型不同，特别是对那些

具有多个工作地点的通勤者来说，其职住关

系该如何考察？还有，在信息技术辅助下，

弹性出行的比例日益增多，针对该类通勤者

又该如何研究和解释？等等。这给研究人员

为改进研究框架提供了空间，也指明了研究

努力的方向。

注释：

Notes:

①最大平均通勤距离( Tmax )与最小平均通勤距

离 ( Tmin )间的差值，被定义为通勤容量

(Commuting potential)。

②以Robert Cervero为代表的规划学者通常采

用就业-居住比率(即在给定的地域范围内

的就业岗位数与就业劳动力之比)来判断一

个城市的职住平衡程度。并认为当比值处

于 0.8~1.2 时，该地区是平衡的 [27-28]。根据

该方法，度量的地域范围成为判定职住平

衡度的关键。尺度越大，平衡度越高，尺

度越小，平衡性和自足性越低，结果会因

尺度不同而出现巨大差异。因此，有学者提

出分三个层次度量：宏观、中观和微观[29]。

该度量方法极大地受到空间分析单元可变

的影响，因为在面积较大的统计小区内，

即使职住平衡度高，实际的通勤距离可能

会很大；而在面积较小的统计小区内，职

住平衡度较低也不意味着实际平均通勤距

离就大。静态地研究就业-居住的数量在同

一统计小区内的比率关系而没有将其间的

通勤行为纳入考虑范围来评价它们的空间关

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就业-居住比率来

衡量职住平衡是不合适的。

③就业-居住活动分散协同度在一个旨在集聚

经济效应发挥作用的城市里，理论上就业

岗位的分散度小于居住地的分散度，因此

可以认为 x 不大于1。 x 大于1的情况只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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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工业革命前的城市或者农村生产生活

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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